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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为体，党报为用 

———孙中山辛亥革命时期党报思想述评

路鹏程

（华东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上海 ２００２４１）

［摘　要］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在总结海外革命党党报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围绕“政党为体，党报为用”为核心，对党报
的根本性质、功能作用、经营管理、宣传策略等均作出细致深入的论述，初步建构其党报思想。但揆诸实际，孙中山当时领导

下的革命党，政党之“体”尚未健全，党报之“用”自然也难以最大化地发挥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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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的党报思想发端发展在辛亥革命期间，
成长成熟于民国成立后的进一步革命斗争中，两者

一脉相承，紧密相连。但是从孙中山对党报组织原

则、管理方式、宣传策略和地位作用的思考论述及

其领导实践来看，其在辛亥时期和民国初期又发生

了显著变化，显然可分为两个阶段。而目前学界在

论述孙中山党报思想时，主要集中在其民国成立以

后至北伐之前的党报观念和实践，［１］７２而对孙中山

在辛亥革命时期针对党报的有关谈话、通信、报刊

文章等相关材料则不甚注意，或研究不深。［２］１５０较

为系统地研究孙中山辛亥革命时期的党报思想，究

其渊源，详其端绪，无疑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孙中

山党报思想的发生脉络、发展动因和演变轨迹，深

刻地认识孙中山党报思想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为此，本研究拟对孙中山辛亥革命时期的党报思想

做一扼要述评。

一

１９世纪末，孙中山发起兴中会之初，恰值维新
思潮勃兴之际，革命思想既鲜为人知，又乏人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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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追随孙中山，加入兴中会者，仅数百人而已。

并且其三分之二为远离故国，漂泊海外，艰辛谋生

的华工和华商，受到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屈指可

数。此外，兴中会组织松散，会员联系极少。［３］４５６有

鉴于此，孙中山将建设兴中会的四大任务之首就是

开设报馆，以通风气。“本会拟办之事，务须利国益

民者方能行之。如设报馆以开风气，……皆当惟力

是视，逐渐举行。以期上匡国家以臻隆治，下维黎

庶以绝苛残，必使吾国四百兆生民各得其所，方为

满志。”［４］２２这是孙中山在兴中会创办之后四五年中

内唯一一篇论述到党报的文章。这代表着孙中山

党报思想的萌芽，除提出组织革命党，就要创设报

刊，以求开通风气之外，尚无其他具体内容。孙中

山此时的党报思想不仅和康梁维新派的党报思想

没有什么差别，甚至和一般商业报刊思想也没有实

质差异。这是因为革命党势力弱小、财力窘迫、影

响甚微，特别是因“文人墨士极感缺乏”，［５］１０其尚

无力创办一份机关报，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兴中会都

还缺乏实际运作党报的实践和经验。

二

１９００年，孙中山命陈少白在香港创办兴中会的

机关报《中国日报》，方为第一张革命党报刊。此

后，伴随革命力量的日渐壮大和革命形势的蓬勃发

展，特别是随着１９０５年同盟会成立以后，留学生逐
步成为革命的主体力量，并在海内外掀起创办革命

报刊的热潮，［６］５６孙中山在指导革命报刊的建设和

宣传活动中，以及在总结革命报刊建设和宣传活动

的得失成败中，他的党报思想逐步形成，日渐成熟。

孙中山对党报的指导工作主要是通过和广大革命

同志的频繁通信和讲话晤谈，以及少量在报刊上发

表的文章。因此，他的党报思想也主要体现在这些

书信、讲话和报刊文章中。其主要内容包括：

（一）党务、军务和报务的高度一体化

为集中革命党有限的财力和人力，孙中山指出

既要将党报建设成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同时又要

将其建设成为联络和指导革命工作的机关。这是

孙中山从创办第一份党报《中国日报》起一以贯之

的指导思想，他每创办或指导创办一份党报在进行

舆论宣传的同时，都将报馆建设为负责当地党务、

军务的革命机关。如１９０９年，他在指导同盟会巴
黎通讯处创建党报时，就明确指出“此报将来可作

交通内地各省有心人之机关，又可作联络欧洲学界

之枢纽。”［４］４１６１９１０年，孙中山将这种思想精辟地概

括为政党为体，党报为用。体用之说在清末流行一

时，体用本身的意义也是人言人殊。［７］９５孙中山这里

所说的“体”是机体，“用”是功用。他在与旧金山

美西同盟会机关报《美洲少年》的负责同志谈话时

指出，革命党机关是实现革命党宗旨，发挥革命效

力的根本；而革命宗旨的充分发扬，革命效力的全

部发挥端赖于革命报刊的大力宣扬。“扩大少年学

社，公开为中国同盟会是体，扩大《美洲少年》，改组

为日报是用，有体有用，我们党的宗旨和作用才发

挥出来。”［４］４３９他认为创办革命报刊和革命机关建

设“两件事就是一件事。”［４］４３９

政党须注重党报建设，以借助党报光大党义，

扩张党势，这是孙中山对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和中国

资产阶级改良派党报思想的继承。当时西方党报

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党报纸不隶属于政党，但出

于对该党理念的认同自愿支持和宣传该党思想；二

是报纸组织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社会诉求，自主创

办一个政党；三是政党出资创办，津贴支持，直接组

织领导的党报。与西方当时通行的党报组织形态

和运作观念不同，孙中山提出政党为体，党报为用，

将党与党报上升到体用合一的密切关系，则是他在

总结中国革命党党建和党报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创

造。虽然当时在列宁领导下有严密组织和严格纪

律的新型党报已经在俄国出现，但当时俄国共产党

党报还处于秘密活动状态，孙中山对它还不了解。

（二）党报具有强大的革命宣传效应和广泛的

革命动员效力

孙中山之所以重视党报的建设和宣传活动，将

党与党报上升到体用合一的紧密关系，就是因为他

认为党报具有强大的革命宣传效应，能够达到广泛

的革命动员效力。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力单势

弱，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一时无法撼动清廷统治。

而当时绝大多数中国民众都沉溺在忠君爱国的封

建意识形态之中，根本缺乏革命思想，“人心几死，

是犹醉梦者虽饥渴亦不知饮食也”。［４］３８７在这种局

势之下，革命宣传工作尤为重要。党报确为革命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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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体”发挥其“用”的必要条件和必备手段。１９０５
年，聚集了“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最精锐的办报力

量”创办《民报》时，孙中山对其给予厚望。这集中

体现在他为该报撰写的《发刊词》中，在教育启迪群

众革命思想活动中，报刊是最适当，最有力的工具。

“夫缮群之道，与群俱进，而择别取舍，惟其最宜”。

而群众获悉革命思想，养成革命意识，则又是展开

革命行动的前提。“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输

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因此，他称

报刊是“舆论之母”。［４］２８８他希望《民报》能够担此

重任，发挥这样的力量。

即使在革命经费最紧张，革命活动最困难之

时，“吾党财政之困难，真为十余年来所未有”［４］３６７

孙中山依然紧抓党报建设宣传工作毫不松懈。“今

日海外同志的工作要点应该着眼在此处，务必做到

宣传与筹款同时并重。”［４］４３８也正是因为，他认为党

报的革命宣传直接关系着革命党的命运和革命活

动的前途。当主持《民报》的章太炎与孙中山发生

矛盾，孙中山再也无法有效地领导《民报》时，他全

力投入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机关报《中兴日报》的建

设中，他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中兴报》……此于

南洋吾党前途关系至大，不待赘言，望我兄提倡，与

各同志鮖力。”［４］４１０

（三）党报应根据革命局势和环境灵活调整宣

传策略

体贵一，用贵活。党的革命目标要明确而坚

定，而党报的革命宣传则要灵活而不拘泥。因此，

孙中山注重党报的宣传策略问题，他提出党报应根

据其所身处的社会环境，面对变化着的革命形势，

针对不同层次政治觉悟和文化素质的读者采取不

同的宣传方式。二十世纪初，革命思潮日渐勃兴，

清政府不仅严厉查封国内公开倡言推翻清廷，建立

民国的革命党报纸，同时对激烈宣扬革命思潮的海

外革命党党报，也是严防死堵，禁其入境。鉴于这

种情形，孙中山指出，在中国内地发行的革命报刊

可以不必直接诉诸激烈的革命言论，可采取隐晦和

曲折方式宣传革命思想。如１９０９年，同盟会巴黎
通讯处的同志计划创办一份发行到中国内地的党

报，孙中山就此指出，这份报刊“其言论表面当主平

和，以不触满政府之忌，而暗中曲折，引人入革命之

思想。”［４］４１６他还要求报刊名称也可隐匿其革命色

彩，名之为貌似学术刊物的《学报》。在淡到该报具

体刊载内容时，孙中山指出，“可言科学、政理及欧

洲时事（此门便可多引革命之事实）等等大

端。”［４］４１６这些内容从表面上看与中国革命无涉，但

其则蕴含着反封建反专制的先进思想，这其实就间

接起到宣传革命的效果。揆诸实际，孙中山的建议

是切实可行的。当时在国内公开出版的革命党党

报，绝大多数都是采取隐蔽曲折的方式宣传革命思

想。孙中山还提出在报刊发行方面也要讲究策略。

如为了使前文所说的《学报》，便利地输入内地，孙

中山建议革命党党员去游说清廷驻外公使，设法招

募他们入股报刊。这样有清廷高级官员为报纸做

掩护，其在内地发售即可通行无碍。“吾党各同志

可各就其地运动清公使助资；公使肯出资，将来必

肯代为介绍行销内地，如此销场一广，则运展

可灵。”［４］４１６

而在社会形势已经转变为对革命有利时，党报

应当“大张旗鼓尽力宣传”。１９１０年，孙中山看到
革命态势的发展日新月异，“是革命风潮高涨的一

年”时，他指出党报要“大张旗鼓尽力宣传”，这才

能及时跟上革命形势，从而推动革命风潮的进一步

发展。因此，他建议“最好还是把《美洲少年》改组

成为一间每日出版的日报，这样方负起大张旗鼓尽

力宣传的义务。”［４］４３９随后不久，《美洲少年》改组为

日刊，定名为《少年中国晨报》，在美洲华侨中产生

了较大影响。［４］４３９

此外，孙中山还指出报刊应针对不同文化层次

的读者调整其刊载内容的思想水平和难易程度。

他与《美洲少年》的负责人谈话时就指出，《美洲少

年》适合知识丰富、思想活跃的青少年阅读，而对一

般读者来说则显得思想复杂，内容不够普及。“《美

洲少年》是适合有思想的少年阅读的，但对于一般

华侨而论，好象还有一些不够普遍。”［８］５７８

（四）党报要注重资金募集和出版发行工作

无论是立“体”还是致“用”，即无论是建党，还

是办报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物质力量的基础上。孙

中山清楚办好党报需要相当的经济实力来支持，他

多次体会过党报因资金匮乏致使报务窘迫的局面。

如１９０８年，当《中兴日报》遭遇财务危机时，他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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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邓泽如说：“因今年资本不足，屡次临渴掘井，故

报务甚为支绌；非得资本较充，不能从事改良进

步。”［４］４０１他甚至痛苦地经历过《民报》因资金入不

敷出，最终导致主持报务的同志发生分裂的悲剧。

因此他非常重视党报的资金募集工作。当时革命

党党报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三种形式：一向社会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二由本党资本家党员出资赞

助，三是本党党员集资入股。凭借第一种情况筹款

实属不易。而依靠第二种形式，党报的宣传内容针

和管理运营又往往会受到个人牵制和制约。只有

采用第三形式，由全党出资办报，党报的人、财、物

完全隶属于党组织，党报是党下属的宣传机构，这

才能将党报真正建设为与革命党体用合一的党报。

因此，孙中山特别赞成第三种形式。１９０９年为“维
持扩充《中兴报》计”，孙中山致信新加坡的革命同

志要积极入股《中兴日报》，并特派罗节单前去劝招

入股。１９１０年，当《美洲少年》周刊因试图改组为
日报出版，而面临资金短缺问题时，孙中山也向该

报负责同志指出要号召党员筹措经费，“你们不要

以为办日报资金难筹，其实会员众多，自然容易，向

这一条路子想想是通的。”［４］４３９除积极为党报筹措

资金外，他也关注如何扩大党报发行销售的工作。

１９０５年９月，在《民报》即将创刊前，他就致信新加
坡的革命同志，要求他们代为经理销售《民报》。

“弟现与同志在东京创办一杂志，名曰《民报》，不

日可以出版，自当请足下为星洲之总理也”［４］２８６他

在面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时，也会借机推广革命报

刊。１９０６年，他在马来西亚塞伦班与当地华侨谈
话，在驳斥康梁改良派宣扬的中国进行革命会招致

列强瓜分的观点时，就不失时机地推销《民报》。他

说：“《民报》精卫有论说《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

可购一份《民报》便知道其道理也。”［４］２９４

（五）优秀的革命报人在党报兴衰中发挥着决

定性作用

在思考如何办好党报中，孙中山固然重视报刊

要拥有充足的经费，但他更为看重优秀革命报人的

决定性作用。正是因为认识到优秀革命报人在党

报组织宣传活动中的关键作用，他始终注意为党报

推荐和罗致此类专才。郑贯公加盟《中国日报》，冯

自由担任《大同日报》驻日本记者，卢信主持《檀山

新报》笔政，等等，都得力于孙中山的举荐。为了能

给党报招募到得力的主笔，他往往不惜不遗余力地

积极奔走，殷勤劝说。如为劝说吴稚晖加盟《美洲

少年》，孙中山致信吴氏，真挚恳劝：“若得先生之笔

以发挥之，必可一华侨之志也。此事关系于中国前

途甚大，弟切望先生为大局一来美洲，千万

勿却。”［４］５１０

（六）党报要有鲜明的革命立场和强劲有力的

战斗性

这主要是针对那些摆脱了清廷查禁迫害，能够

在海外自由出版的革命派党报。当时，海外革命党

党报的主要对手和最大竞争来自保皇党党报。它

们进行的保皇立宪宣传，既干扰了革命思想的传

播，又诱使海外侨民抛弃革命，支持立宪。为此，孙

中山指出革命党党报要有鲜明的革命立场，划清革

命与保皇的界限。“吾人革命，不说保皇”，“革命、

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

不能易位”。［４］２３２

党报的战斗性则表现为，革命党党报与保皇派

报纸的激烈论战。孙中山身先士卒首先拉开论战

序幕。１９０３年１２月和１９０４年１月，他在《檀山新
报》上发表著名的《敬告同乡书》和《驳保皇报》，批

判康梁宣扬的中国只能改良不能革命、保皇即革命

等观点。此外，他要求革命同志“如有新书新报，务

要设法多寄往美洲及檀香山分售，使人人知所适

从，并当竭力大击保皇毒焰于各地也。”［４］２３０此后，

在孙中山的指挥和参与下，两派在海外论战的进一

步扩大。１９０８年，他在《中兴日报》上，发表《论惧
革命招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平实尚不肯认

错》、《平实开口便错》等文章，抨击保皇党机关报

《总汇新报》鼓吹的保皇立宪主张。他有时还口授

要点，提供论据，让别人执笔，写成专文去参战。胡

汉民和汪精卫在《民报》上发表的很多出色论文就

是“时时受到孙中山指导而写成的。”［９］４２１

三

当时的革命环境、党报实践，以及孙中山本人

的独特思考和认识，使孙中山辛亥革命时期的党报

思想具有以下几点特征：

（一）主要对海外革命党党报经验教训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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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对在香港和海外出版发行的革命党党

报的组织宣传工作指导较多，而对在中国内地刊行

的革命党党报的实践活动的直接指导则很少。这

可能主要是因为，自１８９５年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
遭清政府严密通缉后，在整个辛亥革命期间，他都

无法踏入国门，一直流亡在海外进行革命工作。同

时受当时交通通讯条件的限制，更主要是因为同盟

会本身组织松散，联系疏阔，除同国内边境地区的

革命党和党报有所联系外，他同内陆腹地的革命党

和党报则鲜有联系，更谈不上对其进行直接的领导

和指挥。从孙中山现存的文集和当时革命党人的

回忆文章也可以看出，孙中山没有直接对中国内地

革命党党报活动做出过具体的指示和教导。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辛亥革命时期的党报思想

主要是对海外革命党党报经验教训的总结。当然，

在国内主持党报的同志，很多都是从海外归来的同

盟会会员，他们中很多人曾与孙中山有过密切的接

触和频繁的往来，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和认同孙中山

思想，作为孙中山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党报思想对

他们的党报活动或多或少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精英主义的党报观

一则深受中国传统英雄主义思想和西方个人

主义思想的影响，二则基于对当时中国民众普遍愚

昧无知，自由民主思想极度匮乏的现实认识，［１０］３０

孙中山一贯秉持一种精英主义的革命观和党报观。

在革命活动中，他呼吁作为“先知先觉”的社会精英

挺身而出领导革命运动。“天下安危，匹夫有责，先

知先觉，义岂容辞！”［４］１９２在党报的革命宣传中同

样，他倡导并力行，作为“先知先觉”的社会精英分

子———革命党担负起向民众传播自由民主思潮的

“天职”，以启发和号召民众为争取自由民主而革

命。如他在《〈民报〉发刊词》中所说：“惟夫一群之

中，有少数最良心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

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

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所为作也。”［４］２８９

（三）党务军务报务的高度集中化，有时对报务

造成不必要的妨碍和影响

孙中山指出党建和办报 “两件事就是一件

事”。党务、军务、报务一体化的优点在于可以集中

有限的人力和财力投入到党报宣传和革命活动中

来，但是党务、军务、报务的高度集中化也会对报务

造成不必要的妨碍和影响。在革命活动中有时单

纯是军务方面出现了问题，就会严重影响到报务。

当《中兴日报》销路日广，影响日大的时候，因国内

起义失败而流亡新加坡的革命同志视报馆为机关，

都来投靠，寄寓报馆，衣食住行，所有费用全靠报馆

开销，结果导致报馆的主要资助人张永福不堪重

负，报刊也几乎无法维持。［４］２５４《中国日报》也曾遭

遇过类似的情况，不过，恰巧当时香港富商李纪堂

加入同盟会，捐资襄助，方使《中国日报》度过危机

得以继续出版。［１１］６７

（四）无组织，无系统的党报宣传，削弱了宣传

效果

虽然，同盟会对兴中会的革命组织和革命方式

进行了修正与否定，确立了新的组织与方式，［１２］但

无论是兴中会还是同盟会都是松散的革命联盟，它

们既缺乏固定的组织生活和严格的组织纪律，也缺

乏行动上的坚强有力的统一领导。［１３］１２０政党之

“体”尚未健全，党报之“用”自然也难以最大化地

发挥其效力。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党既未设

立过统一管辖党报活动的组织机构，也未发布过具

体指导党报工作的文件命令。孙中山对党报的领

导一般都是依靠私人情意，以商量的口吻，通过通

信交流和讲话晤谈的方式进行。如《民报》经费短

缺问题，导致党内同志不和，产生严重不良社会影

响时。孙中山为此八次致信在巴黎的吴稚晖，希望

他能在他主持的同盟会系党报《新世纪》上著文辟

谣，讲明事实真相。对于党激烈矛盾这样严重的问

题，孙中山也是以协商的语气致函吴稚晖，客气地

说“请先生费神为之”，［４］４２５“可否再下公评于《新

世纪》，一听高见裁之。”［４］４２５就像同盟会会员对同

盟会的忠诚一样，党报对党的服从完全依靠他们对

共同的革命目标、理论、纲领、策略的信仰与追求。

遗憾的是，除了推翻清廷统治这个共同的革命目标

外，革命党团体在革命理论、建国纲领和斗争策略

上从未取得过一致。这造成各党报之间派系林立，

成见深重，不仅宣传步调不协，口径不一，而且还为

互争雄长，相互诋毁。１９０５年同属同盟会系的《中
国日报》和《有所谓报》因为抵制美约意见不和，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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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攻击。［１４］１７３甚至有些党报内部因意见分歧严重，

各持己见，导致组织分裂。更有甚者，在脱离党报

之后，倒戈相向。［１４］５９－６６党报内部、党报之间矛盾重

重，冲突频发，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革命党党报

作为一个整体的宣传力量，特别是严重地制约了党

报统一、完整地宣传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核心

内容的孙中山思想。

对于一个正在为推翻清廷专制统治而进行坚

苦卓绝斗争的革命党来说，党报之间缺乏统一的部

署和行动，党报内部缺乏严格的组织和纪律，党报

同志又无共同的思想和认识，这不能不说是革命党

党报的重大缺陷。可能孙中山当时已经在一定程

度上意识到这种缺陷，只是由于革命党实力太弱

小，革命工作又千头万绪，他无力纠正和改变这种

状况。

后来当民国成立，他对辛亥革命时期党报宣传

中存在的重大问题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检讨，

“革命未成功以前，吾等非不从事于宣传，但当时宣

传方法，皆是个人宣传，既无组织，又无系统，故收

效仍小，故可谓之‘人自为战’的宣传。”［４］４３６并且鉴

于民国成而不立，帝制推而不翻，新的革命局势的

斗争需要，特别是在借鉴和学习俄国苏维埃革命成

功经验之后，孙中山的党建和党报思想走向成熟，

他提出了新的党报工作方针，并领导国民党采取了

一系列加强党报建设的措施。这不仅表明孙中山

将党报为主体的宣传工作提到新的高度，同时也标

志着孙中山党报思想体系最终的形成和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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